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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公共空间语言景观的
结构特征与社会意义
——基于邛海国家湿地公园的调查

杨 晓

摘要：公共空间中的语言景观是观察社会语言结构、语言政策实施及地方文化表达的重要

视角。以邛海国家湿地公园的公共标牌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建立包含 424个样本的语料

库，对民族地区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多语实践进行系统分析。该景区语言景观呈现出以国家通用

语言为核心、民族语言象征性在场、外语服务化使用的层级结构；多语标识不仅是国家语言政

策在基层空间中的具体落实，也是地方文化表达与旅游服务需求在公共空间中共同作用的结果。

研究表明，民族地区城市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是国家语言政策、民族文化表达与旅游发展现实

需求共同塑造的结构性格局，为理解民族地区公共空间中的语言秩序与文化表达提供了新的经

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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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共空间中的语言景观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议题。Rodrigue Landry等[1]系统界定

了“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的概念，认为公共道路标志、广告牌、街道名、地名、商店标识

和政府建筑上的公共标识的语言，共同构成了特定区域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学界普遍认为，公共标识

中的语言分布不仅反映语言使用状况，更折射出社会权力结构、文化认同以及语言政策的实施过程。因

此，语言景观既是一种可观察的语言现象，也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间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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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景观研究最初聚焦于公共标识中的语言分布及其与族群活力之间的关系，此后逐渐扩展至城市

空间、商业文化、语言政策以及身份建构等领域。学者从社会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城市研究等多个角度

对语言景观进行探讨，使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点。在国内学界，语言景观研究多集中于

大城市商业区、旅游景区等场所。研究内容主要涵盖多语分布、语言选择以及语言政策等方面。近年来，

针对民族地区公共空间语言景观的系统研究逐渐取得新突破。聂鹏等指出民族地区语言景观呈多语并存

格局，汉语占优势，藏语与英语受语言政策和旅游开发推动，在特定空间中得到凸显[2]；彝文语言景观虽

使用率较高，但整体处于非优势地位，更多承担象征功能，政府语言规划与民众认知之间存在明显落

差[3]。薛芬等[4]也指出，多语语言景观受旅游经济与语言政策共同驱动，汉语主导，民族语言与外语主要

发挥象征与展示功能。

公共标牌所呈现的语言景观是考察现实社会语言运用情况和深层文化内涵的重要切入点。“公共空间

中标牌所构建的语言景观并非仅是语言的简单陈列，其背后往往蕴含着特定的创设机制与思想意识”[5]。

公共空间中的语言选择、排列顺序以及视觉凸显程度，往往反映不同语言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在民族

地区城市公共空间中，这种语言关系尤为复杂。国家通用语言在公共事务中具有制度性优势，民族语言

通过可见性的提升参与地方文化表达，外语的使用则体现出语言资源的服务化与市场化趋势。综合来看，

民族地区城市公园的语言景观可理解为由国家语言、民族语言与国际语言共同构成的多层级语言体系，

三者在公共空间中形成具有内在层级关系的多语结构。从语言景观的角度考察民族地区公共空间的文化

标识，有助于揭示公共空间中多语并存的结构特征，并进一步理解国家语言治理与民族文化表达在地方

实践中的具体呈现。本文以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为案例，通过系统调查景区公共标牌的语言使用情况，分

析民族地区城市公共空间语言景观的结构特征及其社会意义。

一、调研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案例所选取的调研对象——邛海国家湿地公园，地处西昌市，是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全国最

大的城市生态保护湿地之一、23个重点建设的国家湿地公园之一、凉山州境内唯一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西昌市内著名的4A级景区。西昌市所处的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全州户籍人口552.61万人、

其中彝族占55.47%，也是四川省少数民族类别和人口最多的地区[6]。作为凉山州州府的西昌市，可以说是

集民族聚居地、旅游城市等多重身份于一体，能够集中反映民族地区多元语言实践的复杂形态，是开展

语言运用研究的绝佳案例。本文将从语言景观和语言治理的理论视角切入，考察邛海国家湿地公园公共

标牌的国家通用语（汉语）、当地主流民族用语（彝语），以及作为旅游城市所引入的国际通用语（英语）

和其他热门外国语（日语、韩语）的多语运用现状，旨在剖析多种语言如何共同作用，建构出一个融合

本土特色与全球化元素的语言生态。

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的方式收集整理语言景观资料。调研共开展四次，沿公园主要步道及骑行线路

对各类公共标识进行系统拍摄与记录，在此基础上建立语言景观语料库。经整理与筛选，最终获得有效

样本424个。在数据整理阶段，对每一处标牌的语言类型、语码组合形式、语言排列顺序及其视觉呈现方

式进行系统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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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邛海国家湿地公园语言景观的结构特征

语言景观展现语言的多维存在形式，公共标牌中不同的语言符号存在数量、频次、序位、大小等差

异，是特定区域内语言意识形态的载体。

（一）标牌类型及分布

调查显示，邛海国家湿地公园公共标牌主要包括宣传语标牌、指示语标牌、警示语标牌、科普语标

牌及石刻五大类。第一类为宣传语标牌，指以标示文明礼仪规范、宣传主流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标牌；

第二类为指示语标牌，指用来提示交通规则以及景点方向的标牌；第三类为警示语标牌，指用于提示安

全事项的标牌；第四类为科普语标牌，指对景点、动植物、法律法规等进行介绍与说明的标牌；第五类

为石刻，指景区内以景点标识、名人题字等为主要内容的石刻艺术景观。因石刻更侧重艺术化展示，故

将其单独列出分析。关于分析单位，在统计和分析时，以一个标牌或一个石刻作为一个分析单位。不同

类型标牌的数量统计如表1所示。

从统计数据来看，宣传语标牌数量占据优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景区在生态环境建设之外，试图进

一步营造文化氛围的用心。通过这类标牌，公园不断向游客传递文化意象，努力把自然景观与人文价值

交织在一起，塑造一个兼具审美体验与文化意味的公共空间。诚然，语言景观在这里已经成为形象建构

的重要手段。指示语标牌数量排在第二位，作为游客进入景区后最直接依赖的信息来源，道路和方向标

识承担着组织游览秩序的关键任务。这一部分标牌的高数量占比，清楚地说明公园管理者对游览路线规

划和游客体验的高度重视。指示系统是否清晰，往往直接影响游客对整个景区的感受；警示语标牌接近

五分之一的数量占比，则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秩序管理的重要性。这类标牌通过划定行为边界、强调公

共规范，引导游客在享受自然景观的同时遵守基本规则，从而营造一个文明、有序的游园环境。在公园

的整体治理体系中，它们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相对较少的科普语标牌，虽然不占优势，却有着独特

的价值。它们将生态知识和文化理念悄然融入游览过程，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知识传播与价值引导，体现

了景区在生态教育和文化传承方面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邛海国家湿地公园公共标牌类型的多样化及其功

能分工的清晰化，生动呈现了当代公共空间所承载的多重话语与复杂功能，也折射出民族地区城市公园

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的现实探索。

（二）语码组合结构

公园中的标牌在语码选择上呈现为汉、彝、汉彝、汉英、汉彝英、汉彝英日韩六种类型的组合模式，

见表2。

表1　各类型标牌数量

类型

宣传语标牌

指示语标牌

警示语标牌

科普语标牌

石刻

合计

数量/个

120
103
77
55
69

424

比例/%

28.30
24.29
18.16
12.97
16.2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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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标牌使用率最高，其次为单语标牌，双语标牌使用率最低。双语标牌和多语标牌共计 306块，

比例远高于单语标牌。单语标牌中，汉语标牌占总数的26.65%；彝语标牌占总数的1.18%，表明单独使

用彝语的情况较少。在双语标牌中，汉+英的组合形式在数量上最多，约占总数的 7.78%；汉+彝的组合

形式数量最少，约占总数的 1.42%，可见在双语标牌中汉语加国际通用语是景区双语标示语的主流选

择。在多语标牌中，汉+彝+英三语组合形式的标牌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 31.13%；汉+彝+英+日+韩五

语组合形式的标牌数量与前者相当，约占总数的 30.42%。可见，汉语、彝语、英语是景区标牌的基础

用语。

从整体结构来看，多语标牌比例显著高于单语和双语标牌，这表明景区语言景观呈现出明显的多语

特征。其中，汉语、彝语与英语构成最基本的语言组合单位。

（三）语言的能见度与凸显度

语言景观研究主要考察标牌上语言的能见性和凸显性，体现民族语言活力[1]。标牌上该语言出现的多

寡程度、语言次序的孰先孰后、不同语言的孰轻孰重，能够层级性地映射该语言的相对重要程度。该语

言的呈现状态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概念：能见性（visibility）和凸显性（salience）。前者指该语言是否出现

在语言景观中，是“有”“无”的问题；后者指该语言在语言景观中是否居于显著的位置，是“主”“次”

的问题。在本调查所搜集整理的424块标牌中，统计出不同语言的能见性、凸显性以及该语言作为第一顺

序语的数量和占比。

由表 3 可知，汉语在标牌中的能见度最高，在所有出现汉语的标牌中，汉语作为凸显语的数量

为 419，表明汉语在景区语言景观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国家通用语言在公共空间中具有明显的制

度性优势。彝语在标牌中的能见度数量为 276，其中有 227 个标牌将彝语作为第一顺序语。但是，标

牌中将彝语作为凸显语的情况极为有限，仅有 5 例且均为彝语单语标牌。彝语在高能见度与低凸显

度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较高的能见度与第一顺序语占比，表明彝语在民族地区语言配置中具有形

式上的重要地位，这种“高能见度—低凸显度”的结构反映出民族语言在公共空间中的象征化

趋势。

表2　语码组合数量

语码类型

大类

单语

双语

多语

子项

汉

彝

汉彝

汉英

汉彝英

四语组合

汉彝英日韩

宣传语标牌

23
0
2

11
49
1

34

指示语标牌

4
0
2
9

33
3

52

警示语标牌

20
0
0
6

30
1

20

科普语标牌

4
0
1
7
19
1
23

石刻

62
5
1
0
1
0
0

子项合计

数量

113
5
6
33

132
6

129

占比/%

26.65
1.18
1.42
7.78

31.13
1.42

30.42

大类合计

数量

118

39

267

占比/%

27.83

9.20

62.97

注：公共标牌中存在任意四种语言组合排列的情况，且排列无固定规律，如汉英韩日、彝汉英韩、彝汉英日等组合，故将其合并

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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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语言选择差异

宣传语、指示语、警示语和科普语四类标牌的多语选择明显较高，如表4所示。这四类标牌的主要功

能在于传递信息，是景区与游客沟通的重要媒介，侧重于语言的实际应用价值。可见，标牌设计者充分

考虑到景区受众的多语需求。

相比之下，石刻中双语和多语的使用率明显偏低，这一现象与石刻本身的功能属性密切相关。作为

景观要素，石刻更强调审美呈现与艺术表达，而不是信息传达。所以石刻往往追求字体形式的变化与书

法意味的呈现，篆书、行书、楷书等多种书体交替使用，本身就构成了景观的一部分。同时，石刻所承

载的内容多为景点名称或名人题字，其核心目的在于营造文化意境和艺术氛围，而不是提供精准、实用

的信息指引。也正因为如此，语言选择自然趋于集中，单语成为最主要也是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在这里，

语言更多是一种文化符号和审美资源，而非功能性工具。

三、民族地区城市公共空间语言景观的社会意义

邛海国家湿地公园公共标牌上的语言分布格局，是国家制度框架、地方文化表达诉求与旅游发展现

实需求三重力量共同作用、逐层叠加的结果。放在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中来看，这种格局并不只是表层

的语言选择问题，而是清楚地呈现了不同语言在公共空间中的功能分工，以及支撑这种分工背后的社会

运行逻辑与权力机制。语言如何被使用、被看见，本身就折射出公共空间是如何被组织和理解的。

（一）国家语言治理的空间呈现

公共空间中的语言选择往往受国家语言政策的影响，语言景观是国家语言治理在基层社会中的可视

化体现。在一定层面上，语言景观是顶层语言政策设计的反映，也是公众政策解读和语言实践的体现。

“一方面，语言景观是政府通过法律法规自上而下控制公共场所的语言使用、实施语言政策的体现；另一

方面，公众是语言景观的设计者、阅读者、参与者，自下而上的语言景观体现事实上的语言实践和对官

表3　不同语言的能见度与凸显度数量

语言

汉语

彝语

英语

韩语

日语

能见度

419
276
302
134
132

凸显度

419
5
0
0
0

该语言为第一顺序语

197
227
0
0
0

表4　不同功能标牌的语言选择数量

类型

宣传语标牌

指示语标牌

警示语标牌

科普语标牌

石刻

单语

23
4

20
4

67

双语

13
11
6
8
1

多语

84
88
51
4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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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语言政策的态度”[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

我国语言政策层面的核心法规，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招牌用字应当以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8]。公共标识作为具有规范性的社会文本，其语言选择往往受国家语言政策的直

接影响。根据前文调查统计数据，邛海国家湿地公园公共标牌的汉语使用率为98.82%，凸显汉语的比例

为98.82%，将汉语作为第一顺序语的比例为37.50%。可以说，汉语始终处于主导语的地位。此外，标牌

还通过放大字体的形式对国家通用语的法律地位进行彰显。以上举措体现了公园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的有力贯彻和实施，也说明国家语言政策在民族地区的落实成效显著，表明国家通用语言在民族地区公

共空间中具有稳定的制度性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三条还提出，因公共服务需要，招牌、广告、告示、标

志牌等使用外国文字并同时使用中文的，应当使用规范汉字，并以汉字为主[8]。含英语的标牌占比为

71.23%，是所有外语中能见度最高者。韩语和日语的标牌占比分别为31.60%和31.13%。可见，在全球化

的背景下，外语对民族地区的旅游服务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汉语加外语的组合形式中，通常以

放大字体的形式强调汉语作为基本服务用字的核心位置。在公共标牌中，优势语言往往反映国家语言政

策和政府语言规划意图。

《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第二十一条提出，旅

游、交通运输等行业应当同时或者分别使用彝、汉两种语言文字提供服务[9]。根据调查结果，彝语的使用

率为65.09%，说明彝语在当地语言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彝语作为第一顺序语的占比为47.88%，但彝语

的凸显度仅为1.18%。英语的使用率（71.23%）高于彝语（65.09%），但英语作为第一顺序语的情况和凸

显度均为0%。可见，汉语一直处于主导语的地位，彝语则作为第二重要语的角色呈现。此外，根据《语

言文字工作条例》第二十五条，横写时彝文在上汉文在下的形式为自治州内彝文社会用字标准之一[9]。在

使用彝语的标牌中，以彝语作为第一顺序语的占比为47.88%，邛海国家湿地公园内公共标牌的彝语使用

情况是符合条例规定的。

邛海国家湿地公园的语言景观清晰地呈现出国家语言治理在民族地区公共空间中的制度化运行逻辑。

从语言治理理论视角看，语言景观既是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实施自上而下语言规制的结果，也是基层社会

对语言政策的实践性回应。汉语在能见度、凸显度和视觉中心位置上的绝对优势，体现了国家通用语言

在公共服务领域所具有的稳固制度基础和高度规范性，反映出国家语言政策在民族地区的有效落实。同

时，彝语在使用率和顺序安排上的制度性保障，显示地方性语言政策在国家语言治理框架内对少数民族

语言功能性与象征性价值的承认与嵌入；外语则主要承担工具性与服务性功能。总体来看，邛海国家湿

地公园语言景观构成了一种以国家通用语言为核心、地方民族语言为重要补充、外语为辅助资源的多层

级语言治理格局，生动体现了宏观语言政策、地方语言法规与实际语言实践在同一公共空间中的协同

运行。

（二）民族语言的文化象征

语言景观不仅具有信息功能，也具有象征功能，是语言群体的社会地位的重要反映[1]。对于少数族群

来说，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语言景观中的“能见”是其在场的象征。

彝语在标牌中的出现，使地方族群文化获得可见性。彝语的高能见度可以强化该族群的社会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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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不过，少数民族语言在语言景观中的能见度与其语言活力并不一定呈正相关，在大多数情况下，

民族语言的角色更多指向文化展示，而非主要的信息交流工具。彝语的高能见度与低凸显度之间形成强

烈反差，高能见度即为应政策要求所做的调整，低凸显度反映出彝语实际信息功能的弱化，使其难以发

挥真正的信息传递功能。彝语标牌虽已出现在公共空间，但其实际使用功能仍较为薄弱，长此以往，彝

语在景区语境中有逐渐符号化的风险。如何保持邛海国家湿地公园公共标牌中彝语的活态生命力、提升

游客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是当前亟待关注的问题。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景区文化建设既应顺应技术变革

的发展趋势，也应着力强化公共标牌的民族文化彰显力。首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标牌中彝语的实

际交互功能，如设计彝语解说二维码，以语音导览的方式激活符号化语言的生命力。其次，景区公共标

牌的外观设计可适当融入彝族视觉符号，如纹样、色彩等元素，强化视觉语言的表现力。标牌的彝语语

音和彝族文化符号的双重叙事，可以共同促进民族地区城市公园公共标牌的民族语言使用活力。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语言出现在公共空间里，从来不只是为了实用，它同样是一种象征。少

数民族语言的可见性，确实为地方文化争取到了展示空间，也让城市的文化面貌更加鲜明。但问题在于，

当一种语言主要被用于展示身份而不是传递信息时，它的实际功能就容易被削弱，进而形成一种看得见、

却用得少的状态。邛海国家湿地公园中的彝语标识，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这种高能见度、低功能度的

结构特征。这背后，其实折射出民族地区语言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张力。一方面，地方文化需要借助

公共空间被呈现出来，被认同；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又必须依赖更具普遍理解力的语言，才能高效运转。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民族语言往往被夹在文化表达与实际功能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点。

在一些艺术化的彝语标牌中，管理者为提升彝语文化形象也在积极做出调整。在邛海国家湿地公园

的公共标牌中，侧重艺术展示的彝语标牌主要运用场景为石刻景观。观鸟岛是公园内游客最多的景点之

一，为数不多的彝语石刻便集中于此。此处彝语石刻共计5块，其中彝语单语石刻4块，汉彝双语石刻1
块。内容均表达对游客的欢迎与祝福。公园内唯一一块汉彝双语石刻以双语对译形式呈现，书写内容为：

“ꈜꑽꇁꀐ”“稀客”，即“别来无恙”之意，为常见的见面招呼语，采用汉文在上、彝文在下的书写形式。

彝语单语石刻的内容分别为：ꐥꌒ——幸福生活；ꋠꂊꈚꊸ——吃饱穿暖；ꋬꂻꈨꑌ——吉祥如意；ꐩꋊꁧꀿ——

历史起源。与侧重信息传递的彝语标牌相比，彝语石刻在路线指引、安全信息提醒等实用性方面的作用

较为有限，更侧重文化展示与情感传达。彝语石刻与周边自然生态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显著民族

特色和审美价值的景观，有效增强了公园的文化氛围与艺术感染力。然而，公园内的彝语石刻数量较少，

且集中分布在观鸟岛入口处，本土文化特色的彰显仍不足。为此，管理者应立足景区特色定位，持续强

化语言景观与地方文化的语境融合，优化语言景观的服务功能设计。

（三）旅游语境中的多语策略

除了国家语言与民族语言之外，外语在景区语言景观中的使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外语出现在语言

景观中，往往不只是为了看得懂、用得上。在很多时候，它还被赋予了相当强的象征意味。随着旅游业

的持续发展，公共空间里是否使用外语、用了多少外语，常常被看作一座城市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水平的

直观信号。多语言景观正是通过这种可视化的方式，使景区的语言配置逐步向多元化方向延伸，也为地

方文化的对外展示提供了新的渠道。景区里的多语标识早已不只是基础服务设施，它们同时参与着城市

形象的塑造。调查结果显示，英语以及少量其他外语主要出现在导览、提示等服务类标牌中。从具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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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组合来看，以汉语、彝语和英语构成的三语组合是最常见的形式；其次为汉、彝、英、日、韩五语组

合。两类多语组合标牌数量合计超过60%，显示出景区在语言配置上并非随机叠加，而是围绕“国家通

用语言＋地方民族语言＋国际通用语言”的基本框架展开。其中，英语的能见度在所有外语中居于首位，

明显高于韩语和日语，反映出英语在国际旅游语境中的通用性优势。这一现象表明，在旅游业持续发展

的背景下，多语标识已逐渐成为景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多语种呈现，景区不仅能够提

升信息传递的效率，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同语言背景游客在公共空间中的沟通障碍，从而优化整

体旅游体验。统计结果显示，无论是英语、韩语还是日语，其作为第一顺序语或凸显该语言的比例均为

0%，在字体大小、位置安排和视觉中心性等方面均处于从属地位。这一现象表明，外语虽在数量上广泛

存在，但并未进入公共空间语言权力结构的核心层级，而是主要承担辅助性信息传递功能，用以降低外

来游客的理解成本，提升景区服务的可达性与便利性。

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城市公园本身就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市民日常休闲的生活空间，也是对外展示

地方文化的重要窗口。在这样的场域中，外语的使用往往被自然地联结到国际化、现代化以及公共服务

水平提升等意涵上。通过在标牌系统中引入多种外语，景区不仅能够向国际游客传递必要的信息，也能

在视觉层面不断强化其作为开放型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印象，从而提升吸引力。同时，这种多语言表达也

有助于营造一种更为友好、包容的公共环境，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更容易融入当地空间。游客进

入景区时，正是通过这些由不同语言构成的视觉符号，感知到地方文化与国际交流之间的关联。景区语

言景观不仅是语言使用的结果，更是地方社会在旅游发展背景下进行文化表达与空间形象建构的一种具

体实践。

四、结语

民族地区城市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更像是一种在多重力量作用下逐渐形成的现实状态。国家层面

的语言规范提供了基本秩序，地方文化在其中寻找表达空间，而旅游发展又不断产生新的交流需求，几

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慢慢塑造出今天的语言面貌。在邛海国家湿地公园的公共标牌语境中，汉语处在中

心位置，主要承担信息传递的功能；彝语更多是一种文化在场，让地方特色得以被看见；外语则偏向实

用，服务于游客的沟通需要，各有分工，在同一空间里协同运作。语言本身就是流动的、会变化的，通

过不同语言在景观标牌的公共空间中呈现，发挥其所在的功能，又彼此呼应，反而更真实，也更有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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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Linguistic 
Landscapes in Public Spaces of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Based on a Survey of Qionghai National Wetland Park

Yang　Xiao

Abstract:  Linguistic landscapes in public spaces offer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sociolinguistic structures, languag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local cultural expression. Taking the 
public signage of Qionghai National Wetland Pa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corpus 
of 424 samples through fieldwork and conduc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multilingual practices in urban 
public spaces of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the park 
exhibits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 which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occupies a central position, 
ethnic languages maintain a symbolic presence, and foreign languages are used for service functions. 
Multilingual signage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in 
grassroots public spaces, but also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local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tourism service demands in public space.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urban 
public space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constitutes a structural pattern jointly shaped by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ethnic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the realistic demand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ereby 
providing new empirical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language order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in the public 
spaces of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Keywords: linguistic landscape;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language policy; multilingual practices; 
tourism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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